
土客冲突、商镇发展与民俗创造
———江西上犹营前圩的个案研究

黄志繁

摘 要:随着大量流民进入赣南上犹县的营前圩，营前的土客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虽然清初至清中叶营

前的土著仍然维持强势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优势，但至晚清，客籍人逐渐掌握了商镇的控制权和地方文化话语权。
此时，营前的土客矛盾已经不明显，而各宗族之间的争斗却激烈起来。宗族在争斗中逐渐“创造”出了独特的地

方民俗:门榜与九狮拜象。可以说，营前地区独特的两种民俗———“门榜”和“九狮拜象”，并非单纯的“客家民

俗”，而是营前各宗族历经土客冲突与融合，面对变动的社区政治经济格局，对原有民俗的“发明”和“创造”。从

本质上说，“地方”民俗实际上是一种策略，一种应对社区竞争和发展需要的策略;从广义上说，一切民俗活动都

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动，民众根据现实政治经济需要对传统民俗不断进行着“发明”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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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者刘晓春指出，当今中国民俗研究有

两大倾向，即忽视民俗地方性的普同性倾向和将

民俗看成现代对立面的进化论式线性视野。他特

别以客家研究为例来反思这个问题，他据此提出

以“地方性”视野出发，强调地方性文化对于客家

民系的普遍性、历史性、现代性的整合经验，强调

研究客家文化的历史变迁。① 事实上，在当今的

客家研究中，从“地方性”视野出发，研究客家文

化历史变迁的作品相当缺乏。其中重要的原因恐

怕是缺少历史资料来给研究者开展深入的个案研

究。非常幸运的是，笔者开展调查的江西赣南西

部上犹县营前圩留下了相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独

具特色的地方民俗，使笔者得以深入考察地方性

“民俗”形成背景与变迁历程。
本文所研究的营前圩位于上犹县城西面 77

公里，南接崇义，北接遂川，西邻湖南桂东，东连上

犹平富、五指峰乡。从行政区划上看，营前指的是

现今上犹县营前镇所辖范围。本文所叙故事基本

上发生在营前圩(即营前盆地中心地带)，按照明

代的里甲制，营前圩相当于“村头里”所属范围。
营前墟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两种民俗:一为民间

舞蹈———“九狮拜象”，一为门榜文化。
悬挂门榜是上犹县独特的文化现象，主要流

行于以营前为中心的上犹县西部。门榜主要是指

悬挂在民间房屋正中的标示其家族文化的匾额，

例如黄姓题“江夏渊源”;钟姓题“知音遗范”;李

姓题为“青莲遗风”;周姓题“爱莲遗风”;等等。②

门榜之独特在于，题写门榜已经成为营前等地的

民间习俗，凡是民居，没有不悬挂门榜者。
九狮拜象是一种民间舞蹈，其舞蹈动作简单，

但伴奏雄浑，表演重场面，重气势，非常壮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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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的主体为一头纸扎的大象和五至九个纸扎的

狮子。九狮拜象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日开始表

演，组织筹划以宗族为单位，故叫“姓氏龙”。每

年初一，整支队伍到祠堂参神拜祖，初二起在各姓

聚居的村落挨家挨户舞。但最热闹的是正月初八

营前开墟(营前二五八墟)，各姓队伍上街表演极

尽夸张之能事。①

① 以上对九狮拜象的叙述，主要根据笔者自己田野调查，同时参考了李伯勇:《九狮拜象探源》，《上犹文史资料》第 1 辑，

上犹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上犹县内部出版，1987 年，第 76—85 页。
② 参见罗勇:《上犹县营前镇的宗族社会与神明崇拜》，见罗勇、林晓平主编:《赣南庙会与民俗》，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海

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出版，1998 年，第 309—346 页;黄志繁:《营前的历史、宗族与文化》，《华南研究资料中心
通讯》第 24 期，2001 年 7 月号;黄志繁:《动乱、国家认同与“客家”文化———一个赣南聚落 12—18 世纪的变迁史》，《历
史人类学学刊》2006 年第 1 期。

③ 参见罗勇:《上犹县营前镇的宗族社会与神明崇拜》;黄志繁:《营前的历史、宗族与文化》。
④⑤⑥⑦⑧⑨ 《上犹县志》卷三，《建置志》，乾隆十五年本，第 21、29、35、36、36、12 页。

营前这两种民俗被强调成典型的“客家文化”
之表现，在许多宣传赣南客家文化的媒介中常可看

到，但学术界对这两种独特的民俗关注并不多，除

了一般地方文史工作者之外，鲜有深入之作进行探

讨，而该区域的社会史研究，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

研究。②因此，本文将从社会史层面切入，对这两种

民俗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展开分析，以管窥客家

民俗之实质，并加深对民俗文化之理解。

一、蔡姓的强盛及土著

对地方的控制

明代营前圩的地方控制权在土著两大姓———
陈姓和蔡姓手中。明末清初，营前地区开始接纳

大量的流民进入。这些流民或盗或民，引起营前

地域社会很大震动。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叛

乱，营前的流民乘机起事，对营前土著构成沉重打

击，史称“甲寅之乱”。关于这一过程，前人和笔者

都已经有所论述。③不过，虽然甲寅之乱对土著构

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实际上，甲寅之乱并没有从根

本上动摇蔡姓，蔡姓在乾嘉年间，在地方社会仍然

是最有影响的家族，基本上掌握了地方社会的话语

权。或者说，经过了甲寅之乱的打击后，蔡姓经过

几十年的恢复，在乾隆初年，重新壮大起来了。
地方志的资料显示，乾隆初年，蔡氏进行了一

系列的地方建设，说明蔡姓仍然在地方社会具有

极大的影响力，而且与官方也维持了紧密的关系。

今列若干史料如下:

礼信桥，在县西北八十里，营前蔡姓城

南，蔡姓建。④

云泽庙，在营前城外南三十里，平富隘白

花滩。乾隆十四年，邑人蔡志抡、志扶兄弟捐

建。此地两峰耸对，中瀑布一道，遍下三潭，

深不可测。传称龙潭旱祷即应。乾隆十二、
十四两年六月欠雨，时巡检张仕虔诚往祷，二

次俱礼毕云兴，旋数里甘霖立沛，三昼夜不

息，幸获秋成。于是，志伦等捐修庙宇，以答

神庥。署县李珥因择斯名。⑤

慈惠亭，在县西北五十里孤独峰上。国

朝雍正元年，邑人蔡志抡、志扶奉母钟氏捐建

复租十五石为夏秋二季煮茶之费。⑥

文昌阁，在县治八十里，营前蔡姓城东南

角上。乾隆八年，蔡祠公建。⑦

观音阁二，一在营前妙乐寺前左，乾隆六

年，蔡姓重修。⑧

从上引资料看来，乾隆初年，蔡氏或建桥，或建亭，

或建庙，或建阁，非常活跃。进行这些公益性事

业，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缺一不可，蔡姓能进行

这些建设项目，充分说明其经济实力和地方影响

力都不小。
同时，蔡氏还维持了与官府的密切关系。除

了上引史料可见端倪之外，乾隆初年，营前的汛防

署也搬进了蔡姓私家修筑的城堡———蔡家城中，

“营前汛防署，原驻在蔡姓城外。今移在蔡姓城内

北蔡姓土上。汛右营房十间，额设把总一员。雍正

七年(1729)，添设外委一员，带领骑战守兵共四十

名”。⑨乾隆十七年(1752)，营前城还成了上犹县丞

署所在地。而且，根据乾隆《上犹县志》，除了明代

上犹县令龙文光为蔡家城写过记之外，乾隆初年任

上犹知县的周肇歧、张仕都曾为蔡家城专文写记，

雍正年间任南安知府的游绍安则写有《营前蔡氏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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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记》，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了蔡姓与官府关系之

密切。
清初至晚清，蔡姓科举在营前乃至上犹县范

围内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表 1 统计了顺治初年

至嘉庆末年营前各姓获得贡生以上功名人数。

表 1 顺治初年至嘉庆末年营前各姓科举功名(贡生以上)分布 (单位:人)

名称 蔡 李 黄 赖 胡 蓝

进士 2
文举 7 1
武举 8 4 1
贡生 24 3 1 1
总计 33 4 9 4 1 1

资料来源:光绪《上犹县志》卷一〇《选举志》。
说明:(1)笔者之所以能统计出以上表格，是因为光绪《上犹县志》卷一〇，《选举志》中对贡生以上功名的人登记了籍

贯，本文所论述的营前大致相当于“村头里”，因而凡是“村头里”的，都可大致视为营前;

(2)根据光绪《上犹县志》卷一〇《选举志》，李姓明代就开始有人获取高级功名，应该是营前的土著，但估计不是居住

于营前圩附近，而是离圩比较远的地方。

从表 1 可看出，蔡氏科举之盛并没有因为“甲寅

之乱”导致的家族人口减少而衰落，而是远远地

超过客籍各姓。在清初，获得贡生以上的功名，就

意味着有资格当官从政，贡生以下的功名基本上

没有从政可能。从这一点也可推想，尽管经过

“甲寅之乱”这一巨变，直至嘉庆末年，营前土著

在地方上仍具有非凡的影响力。
科举上的成功使蔡家一直维持着相对庞大而

连绵不绝的士绅群体，并因此与官府保持了密切

的联系。游绍安在《营前蔡氏祠堂记》中对蔡姓

的士绅群体有过比较清晰的描述，他说:“恒为士

者，蔡氏为盛，而前征往矣，志传可稽。惟今存之

八十翁弘正，既昆仲竟爽，又五子式似，且孙枝接

武，是 蔡 氏 尤 盛 者 也。”①游 绍 安 从 雍 正 十 年

(1732)起一共担任了 17 年南安知府，对南安府

辖境中的蔡氏不可谓不了解。据笔者统计，他这

篇记文提到清代蔡姓有廪生以上功名的士绅 27
人，其中举人 4 人，贡生 4 人，监生 1 人，廪生 18
人。另有 3 人只列其官职，未列其功名。所以，游

绍安提到的有功名的蔡姓人实际上是 30 人之多，

且代代相继，绵绵不绝。
如此庞大而整齐的士绅队伍，显然在地方上可

以造成很大的影响。实际上，至少乾隆年间，蔡姓

基本上掌握了地方文化的话语权。正是文化上的

优势，导致土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花了很多精力

对曾为“流贼”的客籍对土著屠杀的历史进行了清

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蔡姓在乾隆十五年的《上犹

县志》中发出了很强势的声音。上犹县虽然在历史

上曾经数次修志，但存世皆为残本。康熙三十六年

县令章振萼修辑残本成志，这便是现存的康熙三十

六年的《上犹县志》，后乾隆年间上犹又多次修志，

其中，存世的为乾隆十五年的县志。② 对比这两部

方志，不难看出，乾隆志比康熙志，多了很多蔡姓的

色彩。乾隆志中蔡姓色彩最为浓郁的是艺文和人

物两志。一般地说，地方志关于本地人物记载主要

有“宦绩”、“选举”、“文学”(或“儒林”)“耆寿”、
“乡饮”、“节烈”等方面。“宦绩”主要是本地人在

外任官的先进事迹，“选举”记载的主要是获取一

定程度科举功名的人的记载，这两部分入选的标准

比较刚性，所以，可比性不大。但诸如“文学”(或

“儒林”)“耆寿”、“乡饮”、“节烈”等方面就没有一

个固定的标准，弹性比较大，能否入选，和本家族在

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力有密切关系。表 2 列出了康

熙志和乾隆志关于蔡姓记载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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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绍安:《营前蔡氏祠堂记》，见《上犹县志》卷一三《艺文志》，乾隆十五年本，第 26—29 页。
关于上犹县修志情况，参见易平:《江西方志考》(下)，合肥:黄山书社，1998 年，第 924—929 页。



表 2 康熙三十六年《上犹县志》与乾隆十五年《上犹县志》关于蔡姓记载的对比

县志名 文学(人) 耆寿(人) 乡饮(人) 节烈(人) 艺文(篇)

康熙志 4 0 康熙志无此目 0 0
乾隆志 7 9 16 17 24

资料来源:康熙《上犹县志》卷九，《文学》;乾隆《上犹县志》卷九，《文学》;康熙《上犹县志》卷九，《耆寿》;乾隆《上犹县

志》卷九，《耆寿》;康熙《上犹县志》卷九，《贞烈》;乾隆《上犹县志》卷九，《节烈》;康熙《上犹县志》卷一〇，《贞烈》;乾隆

《上犹县志》卷一一至卷一三，《艺文志》。
说明:蔡姓在“艺文”志中留下痕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关于蔡姓本身的记载，一是蔡姓族人的作品。本表的统计包含

了这两个方面。

从表 2 可看到，乾隆志和康熙志相比，关于

蔡姓的记载比重增加很大。当然，由于康熙志篇

幅本来就比乾隆志小，时间又比较早，关于蔡姓的

记载相对少一点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同样可以推

论的是，如果蔡姓没有施加影响，乾隆志的记载不

可能增加得如此厚重。笔者一直没有找到乾隆十

五年修志人员名单，但乾隆十五年《上犹县志》中

的一篇“序”正是上文所提与蔡姓关系甚密的南

安知府游绍安所作，其中不难想象，蔡姓肯定有人

加入修志局。即使退一万步来说，蔡姓没有人加

入修志局，以蔡姓在当地的影响力和与官府的密

切关系，蔡姓在地方志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也

是可以想象的。
乾隆志与康熙志相比，还有一个惊人的变化，

就是关于客籍进入营前历史的重新“书写”。关

于流民以何种方式进入营前，客籍族谱的记载是

躲避战乱而流入营前。但一些流民其实是以“盗

贼”身份进入的，其本身就是战乱的主角。甲寅

之乱后，部分流民获得了官方承认的户籍，正式成

了编户齐民，身份也“合法”化了。但是，由于他

们曾经“屠杀”过土著，土著对流民的仇恨并没有

消除。两者在科举问题上的矛盾尤其尖锐。① 对

于官方来说，流民既然已经被承认为合法的编户

齐民，就应该有相应的包括参加科举考试等权利。
因此，官府出于维持地方统治稳定的考虑，希望土

著不要纠缠历史，而更多是面对现实，与客籍一起

和睦相处。正如康熙二十四年上犹知县谈到营前

胡姓流民关于参加科考的呈请时所说:“虽人才

随地可兴，而考试以籍为定。胡子田一户称已入

籍，呈请与考，庶亦近理。然亦必须与土著结婚连

姻，怡情释怨，里甲得以认识。”这段话固然承认

了客籍流民合法参加考试的权利，但着眼点其实

在于希望土、客能和平共处。
或正出于这种考虑，我们看到在康熙三十六

年修辑而成的《上犹县志》中没有太多土客之间

冲突的记载;但情况在乾隆十五年的《上犹县志》
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相比康熙志而言，乾隆十

五年的《上犹县志》卷一〇《杂志》对客籍流民屠

杀土著的记载非常详细。今列举部分如下:

(顺治)二年三月，粤贼阎王总、叶枝春、
胡子田等从北乡突至，邑令汪暤率民从南门

出犹口桥御之，杀贼数百。
康熙十三年八月，逆藩吴三桂反，粤贼余

何等纠合先年已降寇贼廖道岸、曾道胜、何柏

龄、何槐龄、何永龄、胡子田、张标、黎国真、田
复九、田景和、黄炽昌、陈王佐、罗敬思等，领

伪札，拥众数万与吴谣相声援。
十五年四月，余、何诸贼自上犹潜师袭南

安，郡城守将奔南康，贼遂据城设伪官，六月，

还，破犹城，县令出走，家室悉为贼据。
十七年，虔镇哲率师至犹招抚，粤寇平。

盖自甲寅蹂躏三载间，土人庐墓焚掘几遍，屠

杀绅士百数十人，掠卖子女不下数千，平民死

者尸横遍野，有合族俱歼者，如象牙湾朱氏、
浮潮李氏、周屋围周氏、石溪之王氏杨氏、水

头之胡氏游氏，无一存者。②

这些触目惊心的记载，在康熙《上犹县志》中根本

看不到片言只语。其实，诸如“何柏龄、何槐龄、何
永龄、胡子田”这些人都是营前客籍人，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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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籍的族谱中均能找到。把他们的“罪行”记入

县志，明显看得出是土著施加影响的结果。
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历史“书写”无疑

是在激化矛盾，其实是非常不利于统治稳定的，但

站在土著的立场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还原历

史的“真相”，而且，能够永久地把流民钉在耻辱

柱上。《上犹县志》中出现这样的记载，应该是土

著势力影响的结果，其中，作为县内数一数二的土

著大族，蔡姓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乾隆五十五

年，上犹县又一次修志，这一次修志的主撰者为营

前蔡姓的进士蔡泰均。由于这本地方志已佚，笔

者无法睹其真容，但估计由于有蔡姓直接介入，至

少应该维持土著的声音。
情况到了道光三年(1823)《上犹县志》修撰

时发生了根本变化。道光《上犹县志》卷三一《杂

记》应该是在乾隆十五年《上犹县志》卷一〇《杂

记》的基础上增删而成的。对比两志的记载，可

以发现原来乾隆志中对客籍流民“罪行”的记录

进行了明显地修改。首先，删除了作乱之人的真

实姓名，即上文中“何柏龄、何槐龄、何永龄、胡子

田”等人的名字不再出现，而是代之以“贼”、“诸

寇”之类的字眼。其次，将出自土著之手的对客

籍流民“罪行”记述更详细的《残民叙陈叠受叛害

缘由》进行了大量的删除，只留下了“邑侯刘公条

析三叛三抚及各上宪看语详文”，即从县到省的

各级官府的公文和看语，这样一来，流民的“罪

行”虽然仍有记载，但更多的是对事不对人，不再

那么尖锐了。
出现这些变化，根本的原因在于官府想要维

持稳定的统治秩序;而在地方志中出现关于客籍

祖先“罪行”的大量记载势必引起客籍的反感，从

而不利于消解土、客之间的矛盾，不利于统治的稳

固，所以删除这些记载应该是在情理之中。但和

土著势力的衰落也有一定关系，乾隆以后，以蔡家

为代表的土著势力也逐渐走向衰落。根据笔者对

光绪《上犹县志》统计，道光初年至光绪十九年

(1893)修县志之前，蔡姓和陈姓这两支主要的土

著仅考中举人 1 名，贡生 3 名，和嘉庆以前的鼎盛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明蔡姓在科举上衰落得相

当厉害。与此同时，客籍的力量开始壮大起来。

二、客籍力量的壮大

与地方话语权的转移

“甲寅之乱”平定后，流民获得了合法的户

籍，成为官府认可的“编户齐民”。关于这一问

题，笔者前引文中有详细的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

以参看。笔者在这里，只想通过黄姓和张姓两个

流民家族的发展，进一步说明流民家族人口、土地

和科举等方面的发展和壮大。
黄姓应该说是目前营前客籍诸姓中人数最多

的一支。关于黄姓迁移来营前的历史和发展历程，

其开基祖世荣公之子栗明公曾写作了一篇《去粤来

犹记》回忆当时情况，从中可看出，黄姓虽然康熙三

年就广东兴宁迁到了上犹县境内，但一直处于颠沛

流离的处境，“甲寅之乱”(即康熙十三年的吴三桂

叛乱)平定后，才逐渐安定下来。康熙中期，黄姓开

始迅速发展起来。① 直到今天，黄姓仍然是营前地

区人数最多的家族。科举方面，从前列表 1 可见，

黄姓也是客籍中科举最为发达的家族。
然而，黄姓宗族组织似乎很晚才发展起来。

从 1995 年修的《黄氏世荣公系下第六次重修族

谱》可知，黄姓早在其二世祖栗明公手上就开始

修谱工作了，所谓“栗明公修葺成牒，条分缕晰，

班班可考”。② 但是，栗明公只是黄姓到营前的第

二代，即使他修谱，估计也是和兴宁原籍的家族人

联合，而不是修营前黄氏的谱。直到嘉庆十一年

(1806)，黄姓才开始正式修谱。即从康熙三年到

嘉庆十一年将近 150 年间，黄姓并没有族谱问世。
之后，黄姓开始有规律地进行修谱工作，分别于光

绪十六年、民国八年(1919)、民国三十六年三次

重修族谱。可以肯定的是，黄氏家族在晚清至民

国年间已经是营前当地比较有影响的大家族了。
张姓应该是营前目前众多家族中规模和影响

·09·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参见《去粤来犹记》，见《黄氏世荣公系下第六次重修族谱》第 1 册，1996 年，第 6—7 页。该文乃咸丰六年，黄姓重修族

谱时所发现，中间小字估计为咸丰年间后人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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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都属中等的家族，所以，分析张氏家族也有一定

的代表性。修于 1995 年的《张氏族谱》中有一篇

题为《汝珍公自述》的文献对张氏家族来营前的

发展历程有比较清晰的描述。根据该文的描述可

看出，和黄氏一样，张氏在甲寅之乱平定之后才安

定下来，之前一直在湘赣之间奔波。到了康熙末

年，汝珍公晚年已有田产约八百石，子孙后代数十

口，发展不可谓不迅速。财产的增加，使汝珍公有

实力进行宗族制度建设。从文中可看出，他设立

了一定数量的公产，包括学田、祭田等，这些财产

归入“众”，并且有了祠堂。这说明至少在康熙末

年，张姓已经了比较规范的祠堂和公产。①和黄姓

几乎相同的是，张姓的族谱修撰工作也开展得相

当晚，分别于光绪十七年(1891) 和民国二十五年

(1937)进行过两次修谱工作。
笔者认为，黄姓和张姓如此之晚修族谱，根本

原因在于刚来营前的时候客籍家族人口比较稀

少，要经过一段时间增长，人口的数量才可达到必

须修族谱的地步。因此，我们也可从黄姓和张姓

晚清才开始修撰族谱这一事实推断，可能到了晚

清光绪年间后，客籍人口才达到了数百人的规模。

① 参见《(营前)张氏族谱》卷二，《汝珍公自述》，1995 年，第 7—8 页。所谓“众”，是指宗族共同体。
② 参见黄志繁:《动乱、国家认同与“客家”文化———一个赣南聚落 12—18 世纪的变迁史》。
③ 参见《黄氏世荣公系下第六次重修族谱》第 1 册，第 349—350 页;《(营前) 张氏族谱》卷二，《石溪龙背汝珍公世系》，第

23 页。
④⑤ 《授文林郎进士拣选知县新喻县教喻加三级黄府君墓志铭》，见《黄氏世荣公系下第六次重修族谱》第 1 册，第

127 页。
⑥ 《上犹县志》卷三，《建置志》，光绪十九年，第 10 页。
⑦ 《上犹县志》卷三，《建置志·关隘》，乾隆十五年，第 12 页。

人口和财富增长的同时，流民家族在科举上

也有了突破。流民首先是几经周折，获得了参加

科举考试的权利。②接着，流民中开始出现低等功

名的士绅。以黄姓和张姓为例。根据族谱可知，

黄姓家族出现的第一个具有正式功名的人是在迁

犹后第三代，即世荣公的孙子志建，他是“郡廪

生”，生 于 康 熙 戊 午 ( 1678 )，殁 于 乾 隆 庚 辰

(1760);张姓家族也是在迁犹后第三代出现有科

举功名之人，仲济公之孙璇玉公是“邑庠生”，生

于康熙二十二年，殁年不详。③由此可推测，大概

在康熙末年营前的客籍人中开始出现有正式科举

功名之人，这意味着客籍家族开始努力使自己

“士绅化”。但是，从表 1 可看出，直至嘉庆末年，

至少在高级功名的追求上，客籍人所获得的成功

远远逊色于土著。
同治元年 (1862)，客籍黄耀街高中恩科举

人，客籍人终于出现了一位有影响力的文化人。
在此之前，客籍人虽然早已有人获得举人的功名，

但皆为武举，武举虽也是举人，但通常视为比文举

低等，其影响力也要打折扣。正因为如此，黄耀街

的中举让客籍人感到振奋，认为是“此国朝以来

二百余载为我邑客居者天荒之破。”④黄耀街不

仅是上犹县客籍第一个文举人，而且，在地方上影

响力也很大。其墓志铭有记载曰:

生平敦伦立品为重，以振兴文教为先。倡

建西昌乡学，其形胜布置，定山諏吉及一切章

程，皆府君手定而独肩其责，经营完善，有志之

士咸赖之。至于建宗祠堂、修家塾，封树先垅，

捐设宾兴，而种种义举，皆与诸父老实力赞成

之而厥功不居，向不理外事，不履公廷，惟修邑

志、昭忠恤典及报销奖叙诸善端襄理而已。⑤

上列黄耀街生平事迹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带

头倡建西昌乡学;一是修邑志。
根据光绪《上犹县志》记载:“西昌乡学在营

前太傅墟东北里许……其基址连店外四围，共阔

六十六丈，高下形势三层，均系上五隘捐资公置，

光绪元年上五隘复捐资构造。”⑥可见西昌乡学是

上五隘自发捐资建立的教育机构。所谓“上五

隘”，即以营前为中心的上犹西部地区，据乾隆

《上犹县志》记载:“疋袍隘、卢王隘、峒头隘、平富

隘、石溪隘，俱在村头里，”⑦本文开头已交代，村

头里的范围即相当于营前地区。如前所述，乾隆

十七年以后，营前又成为了上犹县丞驻地，这说明

了营前在上犹县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因

而，在营前设立上五隘的乡学，应该是辐射到整个

上犹西部地区的。在这样一个事关上犹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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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事业的机构建立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客籍

的举人，而不是土著的蔡姓，说明客籍人在地方文

化事业中开始占据主导权。事实上，查阅光绪十

九年的《上犹县志》可发现，蔡姓在同治、光绪期

间，竟然没有一个人获得贡生以上的功名。黄耀

街还参加了县志的修撰工作，虽然不清楚他在县

志修撰中的作用大小，但毕竟表明客籍人也开始

在地方文化中占据一定的操控权。因此，黄耀街

很可能是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从他开始，客

籍人开始逐渐掌握了地方文化话语权。
客籍人对地方文化话语权的获得，不仅仅是

因为他们在科举上的突破，而是和营前地区在清

中期以后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有很大的关系。

三、商镇发展与社区政治

格局的转变

清代中期以后，随着上犹山区的开发，营前作

为上犹西部中心，逐渐发展成一个章水流域重要

的商业中心，其辐射范围除了“上五隘”之外，还

包括了邻近的湘东和崇义。在章水流域有所谓

“头唐江，二营前”的说法，意指营前和唐江是章

水流域最重要的两个商业中心。唐江在章水下

游，号称赣南第一大镇，其商业繁荣程度在清代居

赣南之首。清代中期以后，营前已成为沟通湖南、
广东和江西崇义、遂川及下游唐江的重要商镇。
湖南多由此转运广东的盐，崇义、上犹的竹木也由

此顺流而下，崇义、广东则从此运进粮食，遂川、湖
南的食油则由营前转运到唐江、大余。① 至清末，

营前商店达三百多间，有牛行、仔猪行、柴行、茶

行、米行、木竹器行、铁器行等专业市场。②

笔者认为至乾嘉时期，营前的商业应该已有

了一定的规模，但规模可能不会很大。笔者在营

前发现一块修于道光七年题为《双溪堂观音堂重

修记》的碑刻。该碑所列的赞助名单中，有 24 个

商号，另有“兴和馆、以文堂、春和馆、宝树厂、永

生厂”等 5 个估计为商号或者店铺的名字。③ 从

这个碑刻看来，道光初年营前的商业似乎还谈不

上繁荣，和前述资料所说店铺有 300 多间也有很

大距离。因而，笔者估计，营前商业初步发展应该

在乾隆初年，真正繁荣则是在晚清，光绪至民国可

能是其鼎盛期。
没有确切的资料来让我们观察营前商镇的发

展历程和土、客族群力量消长过程的关系，不过，

综合口碑资料，我们还是可以判断，随着商镇走向

繁荣，土著逐渐退出了圩市的管理，而客籍人逐渐

控制了墟市。

口碑资料一:营前传统上特别重视中元

节(即七月十五日)，但土著人在七月十五这

一天把圩市所有的猪肉都买去了，让客籍人

买不到猪肉。为了对抗土著的刁难，客籍人

遂决定七月十四过中元节。这种习俗一直沿

用至今，今天营前仍然是土著人七月十五过

中元节，而客籍人则七月十四过中元节。
口碑资料二:营前圩至今流传着一个说

法，就是 1949 年以前每年正月营前开圩日，

蔡姓族长就会召集蔡姓后生们，命令他们到

圩上各个店铺随意拿点东西，拿的东西不一

定要多，但一定要去，就是“做做样子也要

去!”因为营前圩店铺不是蔡姓的，但地基以

前是属于蔡姓的。

第一条口碑资料可以说明，土著人曾经一度

对圩市有控制权，以致于可以把整条街上的猪肉

都买走。第二条口碑资料则说明蔡姓已经丧失了

对圩场的控制权，只是作为土著维系了习惯法上

具有象征意义的权利。综合两条口碑资料可以看

出，圩市的控制者经历了一个由土著到非土著

(很可能为客籍)的转变。
有一点必须要说明的，营前圩店铺不一定全

属于客籍人所有，但从笔者所掌握的口碑资料看

来，民国时期营前圩上拥有店铺最多的是黄姓，其

次是胡姓，胡、黄两姓皆为客籍。可见，客籍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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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上犹县粮食志编纂委员会:《上犹县粮食志》，上犹县内部出版，油印本，1987 年，第 130 页。
参见上犹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上犹县志》，上犹县内部出版，油印本，1992 年，第 481 页。
关于该碑文，笔者有专门的介绍，参见黄志繁:《神明信仰与土客关系———清代上犹县营前观音堂碑文的解读》，《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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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拥有圩市店铺的大多数。黄营堂老先生告诉笔

者，黄姓在商镇上“最有说话权”。显然，民国时期

客籍人已经成了地方上最有势力的集团;与此相

反，土著的陈、蔡则逐渐衰微，兑变成小姓。直到今

天，营前蔡姓人口才不到 100 人，陈姓略多，也不过

是 600 人左右，而黄姓则达到了 3 000 多人。①

营前商业地位的提高，使营前成为上犹县西

部的文化中心，前述西昌乡学的建立就是个明显

的例子，营前本地的神明辐射和影响力也随之扩

大，比较能说明这个现象的是观音堂的重修。今

天的观音堂是位于营前圩不到三百米的一个小

庵。乾隆时期观音堂原为土著陈姓的私家小庙，

但随着营前商镇的兴起，到了道光年间，观音堂已

经成了“五隘”共同拥有的神明了。它的修建由

驻扎在营前的上犹县丞和营前汛指挥发动，“五

隘”的绅士和营前圩上商贾共同捐助完成。② 这

一事实再度表明，随着商镇的发展，原来以土著为

中心的地方控制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客

籍逐渐控制了商镇。
土著权势的丧失，使土客之间已经没有了正

面冲突的基础，土和客之间虽然仍有矛盾，但更多

的是在心理认同上区分。但土、客之间没有冲突，

并不意味着营前没有宗族之间的矛盾，相反，随着

营前商镇的发展，各宗族( 不分土客) 之间的矛盾

激烈起来。族谱中颇多文字可资说明。例如张姓

“因赖姓、刘姓、蓝姓地坟所阻……与刘、赖、蓝三

姓结讼二载，官既断，三家犹不服”;“黄沙坑张、
黄，两旺族也，昔偶于失和，调而不解，乃各集壮士

十余人，持棍棒殴斗正狂”。③

四、对两种民俗的社会史解读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看到，至迟至晚清，营前

已经完成了社区力量的重新整合，由清初的土著

占优势地位转变为晚清客籍占优势地位，社区的

主要矛盾也由土客矛盾演变为宗族之间( 不分土

客)的矛盾。姓氏之间的争斗产生了社区整合的

要求，赋予民间文化活动以新内涵，改变了当地的

民间文化风貌。正是在这一历史发展背景下，门

榜和九狮拜象被创造性地“发明”出来。
笔者认为，门榜的核心是宗族为了向世人展

示和炫耀其家族乃是文化世家，门榜之出现应该

和家族需要证明自己文化有密切关系。如以营前

的历史过程来看，笔者推测，门榜之滥觞当于清中

期。此时，营前及其周边地区流民已经获得了官

方的正式承认，但是科举考试还受着土著的压制，

但家族中已经有了一些文化人，④为了反抗土著

的指责，流民家族有可能会以门榜的形式来展示

自己家族的文化底蕴，而土著也有可能以门榜的

形式来和流民对抗。但此时，流民的势力还没有

超过土著，估计一些没有文化人出现的家族还没

有底气题写门榜，所以，还没有全面书写门榜的氛

围。到了晚清，流民和土著之间明显的矛盾没有

了，而家族之间( 无论土客) 的矛盾出现，此时应

该是书写门榜的高峰。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注

意到营前客籍基本上都是在晚清才开始编修族

谱，编修族谱既是一次整理家族文化的过程，同时

也是一次弘扬家族文化的过程。家族文化的普遍

整理，使得家族文化有了竞争和弘扬的事实基础。
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在下文将要论述的、以展示

宗族实力为核心的民间舞蹈九狮拜象中，姓氏堂

号是一定要展示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门榜

和宗族之间的竞争有必然的联系。
当然，以上只是笔者的推测，可能与事实出入

较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门榜的出现

应该和家族之间竞争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很明显，九狮拜象这种民间舞蹈和至今仍然

盛行于营前客籍人原籍兴宁的舞狮有直接的渊源

关系。在表现形式上，加入了象、麒麟、蛇龙、姓氏

堂名等，比广东兴宁的舞狮更为夸张，更为气势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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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据当地文博工作者的研究，九狮拜象的形成

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成形阶段。这一阶

段，仅以龙舞形式出现，较为古朴自然，应当是营

前当地早期较简单的居民状况和农耕生活的反

映。第二，形成并趋于稳定阶段。大约清中期后，

由于大量广东移民带来了广东地区的舞狮活动，

使营前的舞龙与舞狮结合，又配以象和麒麟，形式

开始走向铺张，气势非常磅礴，舞蹈样式也初步稳

定。至晚清民国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①

如果以上推论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可发现，九

狮拜象的形成基本上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

过程，以客籍带来的广东民间舞蹈为主，但也糅杂

了土著原来古朴的舞草龙的形式。后期的九狮拜

象需要一定的人力财力，具有明显的宗族色彩，已

走向淋漓尽致地表现各个姓氏的实力，同时弥漫

着较浓厚的商业氛围。
据调查，真正的九狮拜象很少出现，营前历史

只有黄姓在 1933 年搞了九个狮，其他姓最多是胡

姓搞过七个狮。原因很简单，九狮拜象要一百至

二百青壮年，又要一大笔钱，其他姓没有办法搞起

来。而民国时期营前黄姓人最多，店铺最多，胡姓

第二多，不过黄姓人也承认胡姓的狮子扎得最好。
黄姓人认为黄姓在商镇上最有“说话权”，并举例

说当时胡姓一个读书人与张姓一个地主争土地，

两族几乎械斗，姓黄的人出面，才得以调停。前面

已经论述，黄姓应是清末民国营前最为势大财雄

的宗族，只有黄姓才有实力搞起九狮拜象这一事

实说明，九狮拜象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庞大的队伍

和气势磅礴的表现形式，完全是姓氏之间争斗和

竞争的结果。可以想象，当一个姓扎了一个狮子

的时候，其他个姓不甘示弱，就扎两个狮，另一姓

则扎三个狮，在这样的攀比和竞争中，一直搞到了

九个狮，九个狮需要大约 100 多个壮丁，也许达到

了单个宗族人力和物力的极限。另一个值得注意

的事实是，营前土著陈、蔡从来没有搞过九狮拜

象。这固然是由于舞狮是客籍人从家乡带来的活

动，但根本原因也许是土著已经开始衰落，不仅人

力和物力不够支撑举行九狮拜象，而且在商镇上

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弱于客籍。
门榜和九狮拜象这两种独特的地方民俗的出

现，和当地社区政治格局的变化有密切关系。门

榜兴起的初期，也许题写门榜是客籍反抗土著的

文化霸权而采取的策略，但到了晚清，土著不再强

势后，题写门榜更加大行其道，并且，每年一度的

九狮拜象活动中，门榜以“堂号”的形式出现，说

明此时题写门榜已经成为了一种地方民俗传统，

反映了当地宗族之间相互竞争的事实。九狮拜象

之出现，则很明显同营前历史上的土客冲突没有

实质联系，其形成经历了一个狮子不断增加、规模

不断扩大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背后的动力则是宗

族之间的相互攀比和竞争。所以，这两种民俗活

动，是当地人根据现实的需要对传统民俗的一种

“创造”，在晚清营前社区格局重新整合的时候，

地方民俗传统也经历了一个重新“创造”的过程。
门榜习俗可能源于中国古老的“堂号文化”，

九狮拜象源于广东兴宁的舞狮，但是，这两种民俗

都不可能简单地归属于客籍或者土著。在营前，

无论土著还是客籍都悬挂门榜，而九狮拜象主要

是客籍所实行，根据上引李伯勇的研究，九狮拜象

中的“象”和“龙”为广东兴宁的舞狮所无，应该是

客籍受土著影响的结果。因此，这两种民俗活动

并非简单地对民俗传统的因袭，而是因地制宜地

一种“创造”。
营前地区独特的两种民俗———“门榜”和“九

狮拜象”，并非单纯的“客家民俗”;而是营前各宗

族历经土客冲突与融合，面对变动的社区政治经

济格局，对原有民俗的“发明”和“创造”。从本质

上说，“地方”民俗实际上是一种策略，一种应对

社区竞争和发展需要的策略;从广义上说，一切民

俗活动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动，民众根据现

实政治经济需要对传统民俗不断进行着“发明”
和“创造”。

(责任编辑:王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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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from Marxs theory. Meanwhile，the western countries also began to rethink profoundly the original development outlook of e-
conomism，proposing some new development outlooks. These two kinds of development outlooks are generated in the same historical
situation，which have certain similarities in their theoretical purports. But these two outlooks have different theoretical sources. The
source of scientific outlook of development is from marxism，while the new development outlook in the West is from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western mainstream theory，although it is against the orthodox neoclassicism development outlook. Certainly，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essence between these two development outlooks.

Tough Exploration with the Wind and Rain———Interventions of Promoting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mong Chi-
nese Youth Hu Yukun，Liu Shuang

Since the Mid-1990s，the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crises among Chinese youth have been entering into the eyes of the public.
The Chinese Government，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 and NGOs responded by launching various explorative interventions to
meet youth needs for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information，education and medical services. However，the lack of relevant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remains. Gaps between the diverse，increasing needs of youth and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
tion，education and services have not been effectively addressed. Many challenges are still on the rise and are getting even worse.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youth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is currently at a critical crossroads. To scale up action without
losing time is imperative and should be put on the agenda of the Govern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From the Fertile Land to Barren Soil: Re-examination on Some Basic Issues of Huaibei Economic History Ma Junya
As flood storage areas intentionally design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from Ming to Qing for hundreds of years，Huaibei not

only transformed the lands of rice and fish into barren hills and destructive rivers，but also caused misunderstanding for a number of
socio-economic issues. Huaibei generated a lot of the founders of dynasties，the times of their lives were the period of yield for rich
rice，but they were all mistaken by Lin Yutang for noodle eating. Due to economic coercion and impossibility of survival，employees
have long been mistaken for the seed of capitalism.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the bureaucracy，merchant class enjoyed many prefer-
ential policies from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were seen as being subject to restraining. Addressing these issues，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uaibei community.

Conflicts Between the Native and Hakka，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Town and the Invention Of Folk Custom: the Stud-
ies on the case of Yingqian Town in Shangyou County in the Qing Dynasty Huang Zhifan

With the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came into Yingqian Town in Shangyou County in Southern Jiangxi，which broke the bal-
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immigrants and the natives. Although the natives remained strong economic strength and cultural superi-
ori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mid of the Qing Dynasty，immigrants who were called Hakka gradually mastered
the control of the town and the right of local cul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o the conflicting between the natives and the Hakka
have not been obvious，the conflicting among the lineages replaced the conflicting between the natives and the Hakka. While com-
peted each other，Lineages gradually created two kinds of folk custom which were Menbang and Jiushibaixiang. The natives and
Hakka invented this two kinds of folk custom basing on their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ircumstances. People has always inventing the new folk custom in the face of the change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On Chen Liangs Mercantilism Thinking of The Membership of the Agro-business and the Activities of Engaging in Business
for Saving Himself Zhao Yaodan，Fang Rujin

In order to shake off the difficulties in life，Chen Liang engaged in business activities for saving himself，and gradually formed
series of business thinking in business activities. Chen Liang fully affirmed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e at the same time，stressed
that the importance in business，put forward the idea of the membership of the agro-business held that the country should adopt the
policies and the measures to ensuring the normal development in business，affirmed the commercial legitimacy，called for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the businessmen and raising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protecting their interests. He refuted the view that
The Richer Is Not Justice and The People of Justice Is the Poorer，and commended the elites and the models in business. In the strong
cultural atmosphere of reading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Chen Liang understood that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scholars than the businessmen higher，he once again participated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to get the title of Jinshi and achieved
the ambition that Revenging of Volunteer in His Lifetime，Do Not Say That the Minister of White 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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